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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與危機

趙春晨*

* 趙春晨，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教授。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30年代末，是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繁盛時期。此時期廣州十三行商

館區不僅發揮着中西貿易中心的作用，而且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也得到突出顯現。

然而在繁盛的背後，潛藏着巨大的危機。西方國家政府與商人對於十三行貿易體制和商館區

居住與管理模式的不滿，最終成為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誘因。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30年代末，即鴉片戰爭前

夕，是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繁盛時期。此時期得力

於西方商人來華貿易的擴大、廣州對西方“一口通

商”的優越地位，以及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等西方

文化、科技人士的東來，使得廣州十三行商館區

不僅發揮着中西貿易中心的作用，而且作為中西

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也得到突出顯現。作為來華

西人的僑居之地，其居住和工作環境亦有一定的

改善。但是，西方國家政府與商人對於廣州中西

貿易和十三行商館區管理的不滿也在與日俱增，

並不斷訴諸外交上的要求和強力行動。圍繞外人

司法管轄權、商欠等問題和鴉片走私而產生的中

西糾紛不斷，十三行貿易體制和商館區居住與管

理模式都已處於危機四伏的狀態，並最終成為英

國發動侵華鴉片戰爭的重要誘因。

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繁盛局面

廣州十三行商館區自17世紀末清代開海禁、

建立粵海關 (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 之後開

始興起，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逐步積累，至18世紀

60-70年代，無論從地理範圍、商館分佈及建築

上，還是從管理體制、區內生活狀態上，皆已基

本成型。
(1)
 18世紀60-70年代之後，得力於西方

商人來華貿易的進一步擴大、廣州對西方“一口

通商”的優越地位，以及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等西

方文化人士的來華等因素的推動，十三行商館區

進入繁盛時期，直到19世紀30年代末，即鴉片戰

爭前夕為止。十三行商館區持續半個多世紀之久

的繁盛局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中外貿易的擴大。十三行商館區作為中外貿

易中心的功能，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的發揮，此

可從外國來華商船數量的增長、噸位的增加、進

出口商品種類的增多、粵海關稅收與貿易總值的

增長等方面看出。據有關資料統計，從粵海關設

立 (康熙二十四年，1685) 至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的七十二年間，“歐美各國到中國貿易的商船

有312艘，其中經黃埔港入廣州的為279艘，佔

89%”，即每年到廣州的外國商船平均不到四艘；

而在乾隆十四年 (1749) 至道光十八年 (1838) 的

八十九年中，“外國到粵海關口岸貿易的商船共

達5,266艘，平均每年為59.1艘”，年平均值增長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30年代的

廣州十三行商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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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多倍。此時期來廣州貿易的商船，幾乎涵蓋

了世界各大洲，尤以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為多，其

中“以英國商船最多，為2,951艘，佔56%；美國

次之，為1,190艘，佔22%；荷蘭商船為123艘，

丹麥81艘，法國72艘，瑞典55艘，西班牙26艘，

普魯士16艘，意大利6艘，其他國家15艘”
(2)
。從

商船噸位數來看，根據統計，“從雍正八年至道

光十年 (1730-1830) 的一百年中，外國進入廣州

貿易的商船噸位增加25倍，其中美國商船噸位增

加36倍”
(3)
。在粵海關的稅收和貿易總值方面，

統計數位也顯示，“在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九年 

(1757-1784)，粵海關的稅收平均每年為50萬両；

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 (1785-1795)，平均每年為102

萬両；嘉慶元年至二十五年 (1796-1820)，平均每年

為143萬両；道光元年至十七年 (1821-1837)，平

均每年為152萬兩”
(4)
。1758-1767年十年間粵海關

貿易總值為228,045,650両，到1828-1937的十年間

增長到784,864,050両，增長了三倍多。
(5)
 這些統

計數位皆可說明，此時期以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為

中心的中外貿易空前繁榮，堪稱古代中外貿易史

上最輝煌的階段。

外國在華貿易公司、僑民及旅行者數量的增

加。與中外貿易擴大、來華外國商船數量大增相

同步，十三行商館區的外國貿易公司也在增多。

特別是自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商船首航廣

州獲得成功之後，美國在廣州設立商館，並派駐

了領事，美國及其它國家來華貿易公司的數量迅

速上昇。據西人所作調查，1832年時，在十三行

商館區內僑居的外籍成年男性(西方女性按規定不

允許住在十三行)約為165人，分別屬於22家外國

的貿易公司；到1836年僑居人數增長為307人，分

屬55家外國貿易公司，其中英國公司最多，為31

個，港腳 (英、印散商) 公司11個，美國為9個。
(6)
 

與常住僑民相比，日常廣州商館區內數量更多的是

臨時來訪的旅行者，包括外國商船的船員等。他們

通常住在停泊黃埔的商船上，在“遊散日”可以被

允許到商館區購物與消遣。亨特的《舊中國雜記》

中有〈外國水手的遊散日〉記載其事。這些白日

來訪者的數量相當之大，如以每艘商船平均50名

水手計，從1749年到1838年的八十九年中，“外

國到粵海關口岸貿易的商船共達5,266艘”，到廣

州商館區旅遊的外國水手應不下於20多萬人次。

外國在華貿易公司、僑民及旅行者數量的增加，

表明十三行商館區對外人和外國機構的吸引力與

日俱增，中外之間的人際交往越來越頻繁。

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功能的顯現。十三行商館

區的初興階段，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在此地已有

進行，但多屬自發性、淺層次的。18世紀後期、

尤其是進入19世紀後，隨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等

西方文化、科技人士的來粵，文化交流向自覺

性、深層次發展。據香港學者李志剛統計，從

1807年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率先來到廣州開始，到

1842年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三十五年間共有

24名新教傳教士進入廣州，其中包括馬禮遜、郭

士立、裨治文、伯駕、衛三畏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的著名人士。
(7)
 這些新教傳教士在廣州“必以廣東

十三行所附設之‘夷館’為居停”，一面進行傳

教，一面為打開傳教局面而從事教育、醫療、譯

著、出版等方面的活動，而後面這些活動的效果

與影響則大大超過了前者。如馬禮遜在廣州努力

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將全本《聖經》譯成中文出

版，倡議創辦面向華人的西式學校和報刊，編著

《華英字典》、《廣東省土語字彙》；裨治文在

廣州創辦英文期刊《中國叢報》和金屬活字印刷

所，發起或參與成立“馬禮遜教育會”、‘華人

益智會”、”中國醫務傳道會”等文化組織；郭

士立在廣州編輯出版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

記傳》，大量刊登介紹世界各國人文地理、自然

科技和社會政治的文章；伯駕在十三行商館區的

新豆欄街開設眼科醫院 (時人稱之為“新豆欄醫

局”)，以診治眼科疾病為主，也兼顧其它疾病

的治療，大獲成功和讚譽，求醫者絡繹不絕，並

向當地生徒傳授西醫知識等。
(8)
 除傳教士外，這

一時期來到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還有一些具有較

高文化素養的商人以及醫生、畫家等，如曾擔任

瑞典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班、寫作《早期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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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一書的龍思泰，率先在廣州開設西醫贈醫所

的東印度公司商館醫生郭雷樞，對中國外銷畫產

生重大影響的英國畫家錢納利，寫作《中國人：

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的德庇時，馬戛爾尼使

團的畫師、編繪《中國的服裝》和《中國人的服

飾和習俗圖鑒》兩部畫冊的威廉·亞歷山大，寫

作《番鬼在中國》一書的英國醫生唐寧等。而在

國人方面，此時亦有少量接受西方文化的勇敢者。

如最早的中國基督徒之一和傳道人、寫作《勸世

良言》等書的梁發，師從裨治文學習西洋文字的

中國早期翻譯家梁進德，跟隨伯駕學習西醫的生

徒關韜，錢鈉利的中國弟子林呱 (關) 等。由於這

些人士有意識、有目標的文化活動，在廣州出現

了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新式報刊和西學教育活

動，以及用廣州話註音英語的“廣東英語”等。

十三行商館區已日漸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地，大有取代昔日澳門的中心地位之勢。

商館區生活環境的局部性改善。廣州十三行

商館區在18世紀60-70年代基本成型之後，地理

範圍、區內商館分佈以及管理規則等在鴉片戰爭

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9)
，但其生活環境在此時期

亦有一些局部性的改善。如18世紀後期在商館區

內開闢一條新街，乾隆四十二年 (1877) 廣州八

家行商給廣東巡撫的稟覆中曾寫道：

查夷商到廣，現在俱已遵照定例，在於商

等行館寓歇居住；並於行館適中之處，開闢新

街一條，以作範圍。街內兩旁蓋築小鋪，列市

其間，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什物，以便就

近買用，免其外出滋事。
(10)
 

至此商館區內形成四條南北走向街道 (新豆欄街、

靖遠街、同文街和聯興街) 和一條東西向街道(十

三行街)。商館區的建築本為臨南面的珠江而建，

由於向灘地發展，商館區的面積在這個時期有所

擴大。1804年詹姆斯·約翰遜來廣州時，商館已

經距離河岸有兩百英尺，相當於60米左右；而到

了19世紀30-40年代，根據亨特的記載，這個數

位已經達到了三百英尺，接近百米了。
(11)
 在這

片空地之上，形成了商館區的廣場和英國東印度

公司的花園，這個廣場在1822年十三行發生大

火前，是屬於外國人專用的，周圍用欄杆圍起，

大火後欄杆被燬壞，成了中國小商販麇集和中

外人士活動的場所，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一書

中曾專闢一節對其加以介紹。
(12)
 而在商館區的

管理和對外國僑民的限制方面，雖基本規章一直

未變並屢加重申，但也有一些小的鬆動。如允許

商館夷人每月初三、十八兩日，“赴關報明，派

人帶赴海幢寺、陳家花園內，聽其遊散，以示體

恤”。1816年 (嘉慶二十一年) 後，因陳家花園已

毀，又將遊散地改在海幢寺、花地，每月定為三

次 (初八、十八、二十八)，每次十名，由通事陪

同前往。
(13)
 道光十一年 (1831) 頒佈的〈防範夷人

章程八條〉中，於“嚴申禁令、以重防閑”的同

時，又對“因時異宜之處”，作了“酌量變通”，

如將以前完全禁止外商僱傭民人服役一節，改為

規定某些活路可僱民人；規定允許行商商欠的存

在，祇是需要備案，並規定須在具限三個月內歸

還；夷商具稟和夷人在粵過冬等項，也都較以往

略有靈活變通。
(14)

正是由於以上所述這些狀況，不少外國商人

對於在廣州商館區貿易、居住與生活還是大體滿

意的，有人甚至還會給予一些讚美之辭。如《廣

州番鬼錄 —— 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

一書作者亨特曾寫道：

在商館的圍牆之內所進行的交易，是無法

計算的。由於這裡的生活充滿情趣，由於彼此

間良好的社會感情，和無限友誼的存在，由於

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

以及他們衆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

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任何一個曾在這

裡居住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老廣州”，在離

開商館時，無不懷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惜別心

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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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英國下議院召開關於對華貿易的審查

委員會會議時，“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

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

和容易。東印度公司、‘英國散商’和美國人的

這種衆口一辭的證言是確鑿可靠的。遠方行商的

誠實和商業道德在倫敦的街談巷議中、在孟買的

生意場中是有口皆碑的。”
(16)
 1804年美國領事

代辦加林頓 (Edward Canington) 在給美國政府

的報告中也說：“美國公民觀光廣州，從事正當

買賣，已歷多年。(⋯⋯) 在中國臣民和美國洋

行之間，和諧、信任和善意諒解得以保持，因而

商業規模日益擴充，發展日益迅速，雙方彼此獲

益，互有體面。”
(17)
 因此馬士在《中華帝國對

外關係史》中曾以“大體滿意的貿易條件”為標

題來總結19世紀30年代之前廣州商館區的貿易與

生活，並寫道：

商館中的外商並非完全不滿意於他們和中

國人面對面的那種處境。公行制度，雖然是壟

斷性質，卻是大體上運行起來很少有障礙的一

種制度。外商們都享有實際的壟斷，這是因為

他們與本國市場的距離和交通的困難而向他們保

證了的，同時依然握有英國貿易壟斷權的東印度

公司，在這些年份中，卻是單單靠了他們對華貿

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除去對船舶

的課徵和他們對公所基金的捐輸外，外國人並不

直接以關稅或徵課的方式作任何繳納，在他們親

眼目睹之下也沒有看到任何勒索；他們生活上的

不舒適，被軟禁在商館中租賃的寓所裡，並不影

響那積累一筆相當資產的希望。中國人也同樣滿

意；公行商人雖被各種方法榨取去為數達幾百萬

的鉅款，但是他們能夠加若干倍找還；官吏們也

非常滿足於現狀。
(18)

繁盛背後所潛在的巨大危機

18世紀60-70年代後直到19世紀30年代末，廣

州十三行商館區出現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繁盛局

面，然而在繁盛的背後，也潛藏着巨大的危機。

這些危機因素，主要來自以下方面：

西人對十三行貿易體制及商館區居住管理模

式的不滿日益增強。十三行作為中西貿易中心和

外國商館所在地，其貿易的主要對象和僑居者是

西方商人，但是從十三行貿易制度開始確立和商

館區初建時起，西方商人即一面樂享其成，另一

方面又對其表示不滿。18世紀中期實行“一口通

商”後，這種不滿情緒則更為加強。馬士在《遠

東國際關係史》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曾

概括當時在廣州引起外國人不滿的事項：

在外國商館中，在滿足於貿易成績的同

時，對於那些壓在外商頭上並使他們感到自

己地位受到貶損的若干特殊事項，卻也有許

多怨言。這類怨言可撮述如下：1) 在貿易上

所徵的重稅。2) 公行的壟斷制度。3) 向中國

商人收債毫無把握。4) 管理商館生活章程的嚴

厲以及不准常年居留廣州的禁令。5) 其中最重

要的是，非通過外商唯一有業務往來關係的行

商，不得向任何官吏有所陳述的禁令。上述五

點再加上限於廣州一口通商的規定，都是外商

對中國人抱怨的主要項目。
(19)
 

這些不滿，仔細分析起來，有的是由於西方商人

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和尋求在華治外法權的慾望

使然，有的則是由於清朝海關的腐敗和外貿、外

事管理體制的落後所致。以粵海關稅費為例，當

時中國的稅收比起英國徵收的進口稅來實際上並

不高，然而正像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鴉片戰

爭前的中外稅費爭端，其起源並非在於清政府徵

課的嚴苛，也不在於外商企圖逃避或要求減少法

定稅收，而在於寄生在海關徵課上的擁有大小不

等權力的官吏和行商對貿易的額外徵收。發生於

中外貿易中的大量稅費，多數未被用於充實清朝

國庫，而是被各色人等中飽私囊。”
(20)
“粵海關

的各類稅費徵收，都存在着種種弊端，以致引起

中西之間的長期衝突和摩擦。當然，被西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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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勒索’的一些收費項目，有些是有其合理性

的。清廷的關稅體制有其缺陷，一些不見於欽定

稅則的項目，其實是對它的必要補充。不過，即

使考慮到這種情況，粵海關稅費徵收過程中的營

私舞弊、貪污勒索也是顯而易見的。”
(21)
 又如關

於外人在商館區居住、生活的管理規定，有些的

確顯得苛刻，甚至不近人情，在清廷的用意，是

要防止民夷交結、把對外關係限定在不對自己的

統治造成威脅和非官方的層面，反映了清廷對外

觀念與交往體制的落後性。西人對十三行貿易制

度及商館區居住、管理模式的不滿，雖然長期存

在，但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被英政府取

消之前，“中國壟斷一向是面對着英國民情所容

許的那種英國壟斷”
(22)
，情況還不算很嚴重，而

到了1834年之後，由於“長於用走私和行賄手段

逃避嚴刻的廣州制度”並且“想要達到想望中的

空前擴張”
(23) 
的散商成為完全控制英國對華貿易

的集團，這種不滿便進而促使他們採取向廣州貿

易與居住制度發動正面進攻的實際行動了。

廣東行商處境艱難，商欠案和破產事件頻頻

發生，動搖着商館區的基石。廣東行商是清政府

特許的外貿商，也是代表官方與外商交往、負責

商館區日常管理的樞紐人物，其存亡興廢關係甚

巨，然而行商的處境在此時期卻日益艱難。行商

一面要承受清廷和地方官府、各級官吏的層層盤

剝勒索，一面又經常面臨着資金短缺、籌資無門

的窘境，故而不得不向外國商人借取高息貸款，

以至有商欠案件的發生。18世紀後期，商欠案

即開始大規模出現，接連有資元行商黎元華案 

(1759)、倪宏文案 (1777)、裕源行商張天球和

泰和行商顏時瑛案 (1780)、蔡昭復案 (1784)、

吳昭平案 (1791)、石中和案 (1794) 等，其結果

一般都是涉事行商受到清政府的嚴懲，被抄家、

充軍，而其無法償還的債務根據連帶賠償制度則

要由其他行商予以分攤，這無疑使得原已相當困

難的行商們處境更為艱苦。到了19世紀20-30年

代之後，行商更幾乎是無商不虧，並連續發生破

產的情況，商欠案也以更大的規模爆發。如1837

年發生的興泰行 (嚴啓昌) 商欠案，虧欠英商債

務高達240餘萬元；1838年發生的天寶行 (梁承

禧) 商欠案，所欠外人債項亦“逾百萬之鉅”。這

些情況表明，“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解散後，

延續了百餘年之久、長期與東印度公司相伴生的

行商體制已弊竇叢生，陷入危機。體制性的缺陷

和時勢的變化是興泰行等相繼破產的原因，而清

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卻一直沒有調整這一體制的意

願。”
(24)
 行商的困境和行商體制的崩潰趨勢，動

搖着原有形態十三行商館區存在的基石。 

鴉片走私貿易越來越猖獗，不僅使廣州商館

區日漸淪為鴉片販子的藏污納垢之地，而且造成

廣州“一口通商” 名存實亡的局面。從18世紀後

期開始，英國東印度公司積極推行對華傾銷鴉片

政策。18世紀70-80年代，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

達1,000餘箱，90年代末激增至4,000餘箱。
(25)
 1796

年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進口後，英國東印度公司

非但沒有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反而變本加厲地

進行鴉片走私貿易。據統計，1800至1804年間，

鴉片輸華每年平均3,500箱；1820至1824年間，每

年平均增至7,800餘箱。此後增長速度更為加快，

到1838至1839年度，竟達到35,500箱。
(26)
 憑藉鴉

片走私，英國在對華貿易中由原來的入超變為了

出超，19世紀30年代之後，鴉片一項竟佔了英國

輸華貨物值的一半以上。
(27)
 鴉片走私貿易的猖

獗，對十三行商館區亦產生巨大的衝擊。一是外

國鴉片商和中國大大小小的鴉片販賣者麇集於商

館區內，進行肮髒的毒品交易，使得這個原本為

中西人士提供互利互惠、正當交易往來的舞臺，

日漸淪為鴉片販子的藏污納垢之地。當時在廣州

商館區的英國商行基本上都經營鴉片生意，其中

查頓和馬地臣的怡和洋行、顛地的寶順洋行是廣

州英國洋行中實力最強的兩個，同時它們也是最

大的鴉片商行。而美國的旗昌洋行，則在走私鴉

片上緊隨其後。時人曾揭發道：

溯查夷船私帶煙土來粵，從前潛聚於香山

縣之澳門地方，近緣奉禁綦嚴，易於盤詰，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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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敢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

積煙土，稱為鴉片躉。並有夷目兵船，名曰護

貨，同泊一處，為之捍衛。然其貨遠在洋面，

奸商不敢出洋販買，夷人亦不敢私帶入關，於

是勾通土棍，以開設錢店為名，其實暗中包售

煙土，呼為大窯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聯興街，

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券，以憑

到躉交貨，謂之寫書。然其貨仍在洋面，難以

私帶也，則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蟹。
(28)

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亦曾發佈諭令：

照得省城十三行夷樓，建於乾隆年間，從

前原止在澳夷人，偶因貿易事宜來省暫住。嗣是

夷船日益增多，各夷人常川在省，與民人交易往

來，逮至鴉片盛行，奸宄謀利營私，弊端百出，

以致夷館開有後門，四通八達。(⋯⋯) 且附近之

新豆欄、同文街、聯興街、靖遠街等處，市廛稠

密，闤闠雲連，外以售賣各項貨物為名，實則勾

串奸夷，恣為不法，如窯口及寫字、快蟹等館，

皆在其中。晝伏宵行，形同鬼魊。雖經歷任督撫

嚴定章程，隨時防範，而地方文武暨各洋商奉行

不力，因循廢弛，弊竇日滋。
(29)

鴉片貿易對十三行商館區產生的另一個衝擊，是

隨着西方鴉片商肆無忌憚地開闢中國東南沿海的

走私線路，清政府將中西貿易限制於廣州一口的

規定遭到肆意踐踏，業已名存實亡。十三行商館

區長期以來作為中西貿易中心的地位，正在面臨

着挑戰。

英人為謀求改變廣州貿易與居住體制而採取

的外交及強力行動日漸昇級。早在1787年，英國

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就曾派遣英國駐孟加拉軍隊總

軍需官卡思卡特中校作為特使訪華，準備向清政

府提出改變廣州貿易與居住體制的諸多要求。

在給卡思卡特的訓令中，英國政府指令他“前

往北京；如果可能，應秘密駛抵一個北方的口

岸，(⋯⋯) 在該處商討讓與不列顛王室一個商

站，不列顛商人可以在該處推銷待售的貨物，而

中國商人和船隻可以經常來往該處”，“在這種

商站裡，中國人仍然由中國司法管理，但不列顛

籍人則由他們自己的法律管理；而英國的頭目本

人不負責不是他自己所做的行為”
(30)
。由於卡思

卡特在途中突然病故，英國政府改派馬戛爾尼使

華，於1793年抵達北京。馬戛爾尼所奉英國政府

的訓令與卡思卡特幾乎完全相同。他在北京向乾

隆皇帝提出，英國貿易船隻“如認為適當，即可

開赴浙江省之寧波或舟山，或北直隸省之天津衛

或其他地方”，“與俄羅斯人同一辦法，在京師

指定一地為貿易處所”，“撥給舟山一小島作為

英吉利商人居住及買賣處所”，“在澳門或廣州

附近得有一小處地方，以便爾等商賈居住，隨意

出入”等。
(31)
 1816年英國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

使華，所負使命與馬戛爾尼基本相同。但是馬戛

爾尼和阿美士德均未能完成英國政府所期待的來

華使命，故而其後英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在華散

商群體利益和慾望的代表們越來越多地訴諸強力

手段，想要憑藉軍事力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

中國。1808年發生的英國圖佔澳門、兵臨省城

事件，1830年的英大班盼師夫人強入商館區事

件，1834年的律勞卑私闖內河、令兵艦擊毀虎

門等炮臺並強入黃埔事件，1838年英印艦隊司令

馬他侖奉命率艦來華，到1839年義律借商館被圍

和鴉片收繳事件鼓動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叫

囂對中國“使用足夠的武力，並以西方國家對這

個帝國所從來沒有過的最強有力的方式進行武力

行動的第一個回合”
(32)
，都是這種強力行動的表

現。而這些對廣州中外貿易體制和商館區居住管

理模式的繼續存在，都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因此，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是英國政府

為維護骯髒的鴉片貿易而發動的侵略戰爭，同時

也是英人為改變廣州外貿與商館區居住體制而採

取的強力行動，是十三行商館區長期以來潛伏危

機的總爆發。戰爭的結果是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十三行貿易和居住的體制被強行打破。戰後十三

行商號雖仍繼續存在，但已經氣息奄奄，不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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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壟斷中西貿易和制約西人的作用；廣州十三行

商館區雖暫時得以保持，但在中西關係中的地位

與作用已大為降低，其性質也隨着舊貿易和居住

體制的廢除而開始發生變化，直到它在1856年第

二次鴉片戰爭中遭遇大火而燬棄為止。

中西文字記錄中的十三行商館區

對於此一時期的十三行商館區，中西方都有

相當豐富的文字記錄，其詳細度及深度皆非十三

行初建時期可比。

從國人的文字記錄來看，官方文獻中此時已

有較多涉及十三行商館區者，主要是一些廣東地

方官員給朝廷的奏報、皇上就有關事項頒發的諭

旨、行商向官府呈遞的稟文以及官府相應的批

牘、通告等。這些原始性文獻現在作為珍貴檔

案，大都收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處，數量

相當巨大，其中對“有關廣州十三行的設置與管

理，甚至連十三行內部的人員變動、破產狀況、

洋行商館的幾次火災等情況，(⋯⋯) 都有具體記

載”
(33)
。近年有關部門在對清宮檔案進行發掘整理

的基礎上，合作編輯出版了《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

精選》、《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等書，對於研究

此時期的廣州十三行商館區有重要的價值。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廣東地方編纂的

省、府、縣誌及海關志中，已經有了對十三行商

館區的記錄。如道光二年刊刻的《廣東通志》   

(阮元總裁，陳昌齊等總纂)，在《經政略》二

十三〈雜錄〉一中，有十三行“皆起重樓臺榭，

為番人居停之所”以及“廣中近時有邱氏熺，引

痘方，其效甚捷，其法來自外洋”等記載。
(34)
 道

光十五年刊刻的《南海縣誌》(潘尚楫等主修，鄧

士憲等總纂)，在〈縣治附省全圖〉中，於“西

濠口”的西面標有“十三行”及“新街”地名；

在〈雜錄〉二中，有“廣州城西設有十三行，悉

交易番貨出入者”，“廣東十三行街為西洋諸國

貿易之所岸”，“牛痘之方，英吉利蕃商哆啉文

於嘉慶十年攜至粵東。(⋯⋯) 時洋行商人鄭崇謙

譯刊《種痘奇書》一卷，募人習之。同時習者數

人：梁輝、邱熹、張堯、譚國。而粵人未大信，

其種遂失傳。迨十五年，蕃商剌佛復由小呂宋載

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

觀恒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

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以貲，活嬰兒無

算”等 
(35)
。而方志中記錄廣州十三行商館區情

況最詳、最有價值者，當屬梁廷枏總纂的《粵海

關志》(刊於道光年間)。該書計三十卷，輯錄粵

海關大量檔案文獻，記述廣東海關制度沿革、中

外通商貿易和交往情況等，分為皇朝訓典、前代

事實、口岸、設官、稅則、奏課、經費、禁令、

兵衛、貢舶、市舶、行商、夷商、雜識共十四

類，所載史實至道光十八年 (1838) 止。關於十

三行商館區情況的文字，主要集中於該志口岸、

稅則、禁令、市舶、行商、夷商等類之中。如卷

五〈口岸一〉之“行後口圖”，為商館區一帶的

地理示意圖，圖中繪有洋行、外國商館及稅館房

屋，並標註有“十三洋行”、“夷館”、“洋貨

店”、“行後稅館”等文字 
(36)
；卷二十五〈行

商〉中，錄有道光九年 (1829) 粵海關監督延隆的

奏摺，講述商館區內行商之窘迫狀況及歷年行商家

數驟減的情形，奏請變通招募新行商章程 
(37)
；同卷

所錄道光十七年 (1837) 兩廣總督鄧廷楨、粵海關

監督文祥之奏疏，復言此事，稱行商自道光九年

之後，“缺商隨時招補，至今已復十三行舊觀，

照料無虞不周。(⋯⋯) 應請嗣後十三行洋商遇

有歇業，或緣事黜退者，方准隨時招補，此外不

得無故添設一商，亦不必限年試辦，徒致有名無

實。其承商之時，仍請復歸聯保舊例，責令通關

總散各商公同慎選殷實公正之人，聯名保結，專

案咨部著充，毋許略存推諉之私，以絕其壟斷之

念”
(38)
，從中可知清廷對於行商承商政策前後變

化情形。又如卷二十六〈夷商一〉中，載有嘉慶

二十一年 (1816) 七月兩廣總督蔣攸銛關於允許商

館區外人在周邊遊玩的示諭 
(39)
；卷二十七〈夷商

二〉中，載有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間因英人在十三

行商館外建築圍牆、在碼頭豎立柵欄及向館前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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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擴充等事，行商和南海縣令的稟報、清廷和廣

東地方大員的批示等 
(40)
；卷二十八〈夷商三〉

中，錄有嘉慶十四年 (1809) 兩廣總督百齡、粵

海關監督常顯所擬訂的〈民夷交易章程〉
(41)
；卷

二十九〈夷商四〉中，錄有道光十一年 (1831) 二

月兩廣總督李鴻賓、粵海關監督中祥擬訂的〈防

範夷人章程八條〉和道光十五年 (1835) 正月兩

廣總督盧坤、粵海關監督中祥擬訂的〈防夷新規

八條〉等 
(42)
。這些都是有關此時期十三行商館

區的重要材料。

除官方文獻和方志外，國人私家著述亦有不

少涉及十三行商館區者，其中“既有章回小說、

筆記小說，也有大量的詩詞文賦，它們從不同側

面對十三行進行了形象的描寫，(⋯⋯) 有效地彌

補從歷史、經濟等角度研究十三行的不足”
(43)
。

如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來穗擔任廣東學政的李

調元，在其《南越筆記》中寫有〈十三行〉一

條，稱：“廣州城南設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

實止八行，為豐進、泰和、同文、而益、逢源、

源泉、廣順、裕源云。”
(44)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來廣州遊歷的山東文士曾衍東(號七如)，在參觀

十三行商館區的荷蘭館後寫下一篇詳細的遊記，

頗有價值，茲錄全文於此：

五月十三日，早睛，飯後，暴雨，點大如

粟，俗呼為“磨刀雨”。逾時霽。出歸德門，

同許姓能通使者，看十三行。□屋臨水，粉垣翠

欄，八角六角，或為方，或為圓，或為螺形，不

可思議。前則平地如坡，門倣闉式，開於旁側，

白飾雕鏤，金碧焜煌，多幔繢。門有番奴，目深

碧閃閃，捲曲毛髮，類脊鼻騧，持佛郎機，為邏

守。衣多羅辟支，懸霜刃，燭人毫芒。非問途已

經者，不敢入其戶。重以繡簾，窗櫺悉用濱鐵為

之，既壯觀，且可守禦。內嵌琉璃大瓦。當屨滿

時，皆鏗鏘作應山谷響。地舖洋氍毺，腥紅如灩

澦波，幾不能履，恐襪生塵也。几為月形，或半

圭，層層鑿萎蓉攢花。其白面碧瞳者為大賈，冠

以黑絨三叉，望類毗廬笠。衣青尼，朿身大金

鈕，累累貫珠。鞭用雜色緯，通體皆縛紮，無

懈處，革履，操赤藤，人謂其藤中藏芒刃云。

通使言，赤藤者最貴。□導以意作免胄禮，叙賓

主歡。余答以揖。進金盒煙，嗅之辛香不可耐。

渠則盈掬充兩突間，噏噏不作一嚏。頃設饌，器

質亦豫章窯，但金碧滿繪，五彩相煊，與時用者

異。每器可容十升。盛難匹，悉刲其頭爪，囫圇

以具，不臠切。用鐵牙叉為箸。食用麥，雜以茴

胡麻熯塊肉。酒具用白玻璃，晶瑩徹內外，口盎

而中直。酒芳冽。余盡三器，渠嘖嘖喜，作指環

抵唇者三，通使告余：“羨君能豪。”繼乃敬步

檻廊，窮觀奇異。有樂鐘，至時則諸音並奏，聲節

無訛，刻時不爽。有千里鏡，可以登高望遠，二三

里能鑒人眉目。又有顯微，多寶，小自鳴表，持之

耳畔，如橐蟲之啄木。又有〈海洋全圖〉、貝多羅

花、丁香藤、相思鳥、五色鸚鵡、道掛禽、獴獸、

短狗之類。簷間懸水晶燈，瓔珞露垂，風來則珠

霰搖空，錚錚相擊撞，貯火可五十盞。 余往來珠

江，夜深則遙見之。辛卯，都中亦見此。門有懸

旗，色用朱紅，布地作叉股者，是賀蘭賈也。餘

處未觀，日將昵，遂返。續遊竟不果。
(45)
 

又如清嘉慶九年 (1804) 刊刻的小說《蜃樓志》

(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描寫十三行總商蘇

萬魁及其子蘇吉士的生平遭際和情愛生活，主人

公雖係藝術虛構，但反映乾嘉時期廣州十三行的

商業活動、行商生活等情況卻相當真實和生動。

其第一回〈擁貲財訛生關部，通綫索計釋洋商〉

中，寫廣州十三行和蘇萬魁道：

廣東洋行生理，在太平門外。一切貨物，

都是鬼子船載來，聽憑行家報稅，發賣三江兩

湖及各省客商，是粵中絕大的生意。

一人姓蘇，名萬魁，號占村，口齒利便，人

材出衆，當了商總，竟成了絕頂的富翁。(⋯⋯) 

他有五十往外年紀，捐納從五品職銜，家中花邊

番錢整屋堆砌，取用時都以蘿裝袋捆。祇是為人

乖巧，心計甚精，放債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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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田房貨物抵押，五月為滿。所以經紀內如兄若

弟的固多，鄉鄰中咒天寫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

三十年好運，也絕不介意。
(46)

對於清朝官吏的貪鄙勒索、行商處境之艱難和倒

閉狀況，書中亦多有描寫，並有詩嘲諷道：“新

來關部本性赫，既愛花邊又貪色。送了銀子獻阿

姑，十三洋行祇剩七。”
(47)
 道光八年翰林院編修

李均“典試粵東”時，也曾在當地官員的招待之

下，來到“鬼子樓”參觀。他在日記中記載道：

廣州府請，飯後登鬼子樓。樓在海岸，以

白石甃成，瑩然玉潔，憑欄一眺，極目清蒼。

室中滿貯經卷，字橫列而右行，瞪目不識。飲

鬼子酒數杯，五色味甘。樓上無一夷人，蓋有

司先期驅遣也。路過十三行(洋商置貨處)，沈

目高比者，沿路皆是。見官皆躬身為禮。
(48)

至於詩歌方面，此時期以十三行為題材的詩

作不少，雖多為以極凝練字句作泛泛吟詠者，但

亦有少數描寫比較細膩的長詩，如湖南詩人張九

鉞在乾隆三十五年 (1770) 遊覽廣州時所作〈番

行篇〉，對以十三行商館區為中心的中外貿易作

了繪聲繪色的描寫：

廣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成蜂綴房。

珠海珠江前浩淼，錦帆錦纜日翺翔。

(⋯⋯⋯⋯) 

紅毛鬼子黃埔到，納料開艙爭走告。

蜈蚣銳艇槳橫飛，婆蘭巨捆山籠罩。

相呼相喚各不聞，或喜或嗔詎能料！

舶商色喜洋商快，合樂張筵瓶碗賽。

何船火齊木難多，何地駝雞佛鹿怪。

散入民廛旅賈招，居中駔儈公行大。

公行陽奉私飽囊，內外操贏智相若。

湖絲粵緞采離披，甌若饒瓷光錯落。

頃刻珠璣走大官，待時深玩籌奇作。
(49)

道光年間幕遊廣州的沈慕琴有〈登西洋鬼子樓〉

長詩，描繪外國商館的格局和陳設：

危樓傑閣高切雲，蠣牆粉白橫雕甍。

鈎闌高下塗淨綠，銅樞銜門屈戌平。

踏梯登樓豁望眼，網戶宏敞涵虛明。

覆帳高卷紅靺鞨，科蘇斗大懸朱纓。

華燈四照銅盤膩，虯枝蜷曲蚖膏盛。

丈餘大鏡嵌四壁，舉頭笑容來相迎。

毾為布地釘帖妥，天昊紫鳳交縱橫。

佉盧小字愧述目，蛛絲蠶尾紛殊形。

鵝毛管小制不律，琉璃碗大爭晶瑩。

器物詭異何足數，波斯市上嗟相驚！
(50)

從西人的文字記錄來看，此時期來華的一些

西方人士，包括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商船船長、

使團成員、傳教士、旅行家們，曾根據自身見聞

寫下大量遊記、日記、信函、回憶錄等等，對瞭

解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情況提供了寶貴資料。如

1779-1793年間曾三次來華、長期擔任法國東印

度公司駐廣州職員的貢斯當，在其《中國18世紀

廣州對外貿易回憶錄》中，對當時廣州外國商館

和商館區的情況多有記述。他寫道：

廣州當局指定給外僑居住的區域，祇佔

全城的l/4，與華人區沒有任何分隔，也沒有

任何區別。(⋯⋯) 歐洲商行因其掛在高杆上

的旗幟而與衆不同，每家商行門前都有一面

這樣的“幌子”。建築這些商行的地方叫

做‘十三行’，該街就被稱為“十三行街”。

儘管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外國人獲取地產，但

祇要他們交納租金，便不會被以任何藉口剝奪

居住權。歐洲人自己也建商行，而且是以歐洲

的方式佈置的，中國人對此極為欣賞。
(51)

1784年隨美國首次來華商船“中國皇后”號來到

廣州的船貨管理員、後來被委任為美國首任駐廣

領事的山茂召，在其日記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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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夷館距離河岸距離不到1/4英里。碼頭

則被圍欄圍住，碼頭上有臺階和一扇門通往每個

商館，所有的商品都是在這裡接收和送走的。歐

洲人受到的限制非常嚴格；除了碼頭，他們祇能

出入位於市郊的、本地商人較多的幾條街。

在廣州的歐洲人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么自

由交往，不同夷館的人都是各自活動，行為舉止

相當講究禮節、十分拘謹，祇有極少數情況下例

外。每個星期天晚上，丹麥夷館都會舉行一場樂

器彈奏的音樂會，來自這幾個國家的人祇要樂意

都可以參加，這是他們交流的唯一機會。總體說

來，歐洲人的處境並不令人羡慕。
(52)

1793年英國赴華馬戛爾尼使團的隨行人員小

斯當東也留有記述：

 (1793年) 12月22日。今天我們擺渡到對

岸的英國代理行去，這條河要比泰晤士河寬得

多，代理行的建築確實非常漂亮。我們逛了附

近幾家大店舖。令我驚訝的是商人的名字，甚

至他們所賣商品的名字都用羅馬字寫在每家店

舖的門上。更令我驚訝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

用英語交談。他們的英語還相當不錯。我們看

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品種之多不亞於任何一

家英國瓷器店。街道很窄，兩旁商店林立，沒

有住家，很像威尼斯的梅斯利亞區。

12月24日。我們再次過河。在衆多的店舖

中，我們參觀了一間畫室和一家泥人店。我們

在畫室觀賞了幾幅畫着船的油畫。這些油畫或運

用英國手法，或運用中國手法繪製。我們還欣賞

了幾幅極美的玻璃畫。在泥人店裡，我們看到許

多用粘土捏成的泥人兒。它們像大玩具洋娃娃，

臉上着色，身穿衣裳。有人告訴我們，在衣服裡

面，泥人兒的身體像它們的臉和手一樣逼真。
(53)

馬戛爾尼使團的另一名隨行人員托馬斯，則

這樣描寫對廣州商館區貿易商品的印象：“他們

把所有在歐洲製造的產品模倣到了以假亂真的程

度：從各種家具、工具、銀食具等器皿直至箱

包。所有這些彷製品的工藝與英國製造的一樣

好，而價格要便宜得多。”
(54) 
最早進入中國大陸

傳教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在1822年11月寄

回英國的兩封信件中講述了當月初廣州十三行商館

區發生大火的情況，其中寫道：

廣州的大火是在11月1日禮拜五夜間由西

城的一家中國糕餅店失火引起的。那裡離歐美

商行之北約一英里。當晚火勢不斷增強並迅速

蔓延，到11月2日禮拜六過去前，已經一直燒

到了所有的外國商行，有的全部、有的局部

遭到焚燬。 從禮拜六半夜到禮拜天上午，火

勢繼續向西蔓延，一直燒到江邊，火海至少有

一英里半長，一直燒到無屋可燒為止。有數千

間房屋和許多中國商號被焚燬，在數小時內，

財產損失達數百萬元，全都化為灰燼。有人估

計僅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商行，其損失達一百

萬英國貨幣。
(55)

繼馬禮遜之後來華傳教的新教教士、美國人裨治

文，則在1830年2月初抵廣州時的日記中，記錄下

了對1822年火災後重建的外國商館的印象：

除了兩三條窄街外，商館的房子連成了

一片緊密的街區。每家商館都與整個街區一

般寬，而且都有獨特的名字——即便不合適 

—— 是中國人取的吉祥的名字。譬如，有家商

館叫“集義行”(The assembled righteousness 

factory)，另一家叫“保和行”(The factory 

that insures tranquillity)，還有一家叫“裕源

行”(The factory of wide fountains)。每家商館

都分為四到五個“行”，每家商館視情況可佔

一個或多個行。這些商館都是用磚或花崗岩建

的兩層樓，樓面結實堅固，裝點着各國國旗。

對陌生人來說，這倒與本地的“天朝上國”的

旗幟和建築形成賞心悅目的對比。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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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隨筆性質的記述外，此時期、尤其

到了19世紀20年代之後，西文報刊、書籍中開始

有介紹廣州十三行商館區情況的專文。報刊中最

早出現的介紹專文是1822年4月刊載在馬六甲出

版發行的英文季刊《印度支那搜聞》(The Indo-

Chinese Cleaner)上題為“歐人商館”的文章，該

文準確、簡要地介紹了廣州十三行商館區內街道

和各國商館的名稱及地理位置，堪稱為關於廣州十

三行商館區最早的文字簡圖。
(57)
 而1833年8-11月裨

治文在《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第2卷上連

載的〈廣州城概述〉一文，對十三行商館區地理位

置、區內建築、商館名號、中外貿易狀況、行商制

度等的記述更為詳細。且看他的介紹：

外國商館，我們已經提到過它們的位置，

它們都是些整潔而寬敞方便的建築物。這些商

館所佔據的地面是很有限的，東西約60杆，南

北約40杆。其土地和大部分商館的房舍屬於行

商所有。這些商館被稱為“十三行”。除了有

兩三條狹窄街道間隔其間之外，它們組成一個緊

密的街區。每座商館的縱長都伸展到整個街區的寬

度。商館各有自己的名字；這名字如果有時不太貼

切的話，那是因為想討一點吉利的兆頭。東起第一

座是義和行，意思是“正義與和平”的商館。外

國人稱之為小溪館 (Creek Factory)。第二座是

荷蘭商館，稱為集義行 (tseih-e  hang)，意思

是“集合正義”的商館。第三座是英國商館，

稱為保和行 (Paou-ho hong) 即“保證平安的商

館”。這座商館和第四座商館之間，隔着一條

小小的窄巷。第四座商館叫做豐泰行 (fung-

tae hang)，即“盛大豐富的商館”。第五座

是舊英國館，叫做隆順行 (lung-shun hang)。

第六座是瑞典商館，稱為瑞行 (suy hang)。第

七座是孖鷹行 (ma-ying hang)，通常稱為帝國

館 (Imperial factory)。第八座是寶順行 (Paou-

shun hang)，即“寶貴而興旺的商館”。第

九座是美國商館，稱為廣源行 (kwang-yuen 

hang)，即“廣闊源泉的商館”。廣源行與第

十座商館之間隔着一條寬闊的街，叫做中國

街 (China Street)。第十座商館由一位行商佔

用。第十一座是法國商館；第十二座是西班

牙商館；第十三座，也就是最後一座，是丹麥

商館。在第十二和第十三兩座商館之間，有一

條由中國商人佔用的街，叫做新中國街 (New 

China Street)。每座商館分成三四間或更多處

房屋，每家代理商佔用一間或多間，視情況

需要而定。商館都用磚頭或花崗石建造，高兩

層，門面相當體面，加上上面飄揚着各色外國

國旗，與天朝的國旗和建築物構成一種對比，

令人覺得耳目一新，對於外國人來說更是賞心

悅目的景象。
(58)

這篇〈廣州城概述〉，後來又被收入瑞典駐中國

第一任領事龍思泰所著《早期澳門史》(1832年

初版，1836年再版)中，作為該書的“補篇”，在

西方人士中有較大的影響。書籍方面，馬禮遜的

《中國與廣州口岸記事》(馬六甲1823年初版)、美

國傳教士雅裨理的《在中國及其鄰國居留日記》

(紐約1834年初版)、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德庇時的

《中國人》(倫敦1837年初版) 等書中均有關於廣

州十三行商館區情況的記述，而尤以英國醫生唐

寧 (C. Toogood Downing) 所著三卷本的《番鬼

在中國，1836-1837》(倫敦1838年初版)最為詳

細充實。當然關於此一時期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

西文記述，還必須提到的是美國人亨特的兩本專

著，即《廣州番鬼錄》(1882年初版)和《舊中國

雜記》(1885年初版)，這兩部書雖然出版已在鴉

片戰爭之後數十年，但其絕大部分內容都是記述

19世紀20-30年代廣州十三行商館區情況的，其

材料多得之於作者早年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故具

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除了文字資料之外，中國和西方這一時期都還

有衆多藝術作品(如繪畫、雕刻、瓷器、漆器等)能

夠表現、反映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情況，已有不少

學者在這方面作過探討 
(59)
，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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